
社區發展季刊　172期 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118

專題論述

從美國兒童少年保護服務分級回應模式
來談臺灣的社安網篩派案機制

林敬軒、鄭麗珍、朱崇信

壹、前言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T h 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Child, CRC）

於今年9月屆滿30週年（註1），其所揭示

四大基本權利中的「兒童受保護權」一直

是各國政府積極努力實踐的重要面向。

在採取適當的立法、行政、社會和教育

措施，政府除消極地回應兒童虐待事件

外，更需要積極地採取適當預防作為，

以保障兒童免於遭受任何形式暴力侵害

之權利（CRC Committee, 2011）。國際

上，各國政府已發展出不同的實務策略

來回應兒童不當對待議題，近期論述亦

強調，在CRC引導下，兒童保護更應該

走向以權利為基礎的服務模式（r ight-

based approach）；然而，各國兒童保護

服務模式仍以福利為基礎（welfare-based 

approach）居多，即以「保護」之名將兒

童視為需要協助與拯救的客體，而非《兒

童權利公約》所強調的：兒童是主張權利

的主體（Tobin, 2015; Tobin & Cashmore, 

2020）。

以福利為基礎的兒童保護服務在介

入家庭時，具有「強制力」和「公權力」

的特質，尤其因為保護性服務強調對於

兒少安全和風險的評估，所以在因應兒

少保護通報案件、與家庭的初次工作便是

以「調查」的方式回應家庭面臨的壓力事

件或困境，這對於家庭來說，不僅是一

種干擾，更是一種懲罰。「調查回應」

（investigation response, IR）的兒童保護

服務在一方面是專業人員單向對於家庭的

評估，缺乏家庭或兒少參與評估與決策；

另一方面，此方式對於所有通報案件皆以

調查形式介入，而忽略了各個家庭的獨

特性，以及所通報的虐待事件在程度上

和文化詮釋上的差異（Svevo-Cianci et al., 

2011）。因此，「調查回應」的工作模式

讓兒少保護工作者在回應通報時，面臨既



社區發展季刊　172期 119 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林敬軒、鄭麗珍、朱崇信   從美國兒童少年保護服務分級回應模式來談臺灣的社安網篩派案機制

需要與家庭建立工作關係以提供服務，又

必須要執行調查與仲裁公權力之困境。

為因應「調查回應」所面臨的實務

挑戰，以及調整僅以調查方式回應兒少

保護通報案件的工作模式，美國於1990

年代發展出「分級回應」（differential 

response, DR）取向的兒少保護服務模式

（又稱替代回應，alternative response、

多元回應，multiple response、或雙軌制

度，dual track）。「分級回應模式」依照

兒童不當對待嚴重程度、家庭風險等級、

以及評估家庭潛在個別需求，以強調家庭

為中心和家庭參與的彈性區別方式回應兒

童虐待通報並與家庭工作（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2014; Merkel-Holguin 

et al., 2006）。其基本精神與我國現行

「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中之集中篩派案

中心設立有呼應之處，即強調透過針對兒

少保護通報案件的統一篩案，依照風險程

度和家庭需求進行分級分流派案，提供整

合性的保護性或脆弱家庭服務（吳書昀、

王翊涵，2019）。

故本文旨在從美國兒少保護「分級

回應模式」來討論臺灣社安網之集中派案

制度，將從介紹美國「分級回應模式」

（DR）的發展沿革討論其核心理念，比

較此模式與傳統「調查回應模式」（IR）

之差異，並從研究文獻檢視「分級回應模

式」實證成效與限制，以此為基礎討論我

國社安網集中篩派案的運作。

貳、 美國兒少保護分級回應模式

發展背景與核心理念

美國兒少保護「分級回應模式」的

發展最早始於1990年代初期，在1993至

1994年間，佛羅里達州（Florida）和密蘇

里州（Missouri）首先立法推動「分級回

應」取向的服務模式，兒少保護體系開

始依據風險等級評估回應兒少保護通報案

件，同時提供家庭相對應的分流服務。

Waldfogel（1998）著書The Future of Child 

Protection，提出美國兒少保護應該採取

「分級回應模式」，作為未來兒少保護服

務的新的典範。2000年初，美國健康及人

群服務部開始檢討CPS既有做法和政策，

為CPS的革新做出準備。到了2004年，

Minnesota執行「分級回應模式」的評估

報告出爐，正向的成果引起各州政府的

興趣，促使這項改革迅速擴展（National 

Quality Improvement Center on Differential 

Response [QIC-DR], 2011）。隨後此模式

擴展到美國各州，在過去二十年間，有超

過三分之二的州政府透過立法或服務計畫

實施全州或區域性的「分級回應」服務

模式（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2014; National Quality Improvement 

Center on Differential Response [QIC-DR], 

2011）。以下就美國「分級回應」制度的

發展背景和核心理念做一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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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分級回應」的發展背景

從文獻歸結來看，「分級回應模式」

在美國的發展趨勢主要有三項背景原因，

說明如下：

（一）回應兒少保護體系的弊端

兒童虐待在美國一直被視為是嚴重

的社會議題，早期兒童保護體系回應兒童

虐待的主要方式是透過調查介入，將各類

型通報案件都納入統一個服務體系之中。

在傳統兒少保案件中，許多屬於慢性兒虐

和疏忽的問題，例如貧窮、物質濫用、精

神疾患等風險因子所致（Kaplan, Schene, 

DePanfilis, & Gilmore, 2009）。以貧窮為

例，許多被認定為疏忽類型的案件和單

純的貧窮其實很難區分，或有些個案的需

求的是福利服務需求卻進入兒少保護體

系，兒少保護所能提供的資源並無法解決

貧窮的問題，以致這類的家庭經過調查後

很少會開案服務，即便開案服務，所提供

的資源也非常的少（Siegel, 2012; Schene, 

2005）。此種兒少保護的介入方式被認為

對於低風險家庭的過度干擾，不適當的服

務介入既無法協助家庭解決潛在困難，

也因資源排擠而無法確實回應其他高風

險家庭的需求進而保護兒童（Waldfogel, 

1998）。根據Conley（2007）的計算，

在2004年，美國約有1/3的兒保案件在通

報熱線時被篩除，剩下接受調查的兒少

保護案件中又有60%因證據不足而「不成

案」，這些案件通常都是所謂低風險或低

嚴重程度的案件，這些風險因素若沒有相

對應的服務協助處理，之後卻仍被反覆通

報進入兒少保護體系。因此，兒童保護體

系需要有別於單一的調查回應形式來提供

兒童和家庭服務。

（二）強調家庭參與的實務

在美國兒少保護體系的發展歷史上，

兒少保護的介入經常採用缺乏彈性、敵意

的、「侵入式」干預手段，並將家外安置

作為確保兒童安全的主要手段，牽涉其中

的家長大多經驗都非常負向，變成非自願

案主（Schene, 2005）。基於寄養家庭穩

定性不足、寄養漂流現象的反思，美國

於1980年代通過的Adoption Assistance and 

Child Welfare Act，強調兒少照顧的持久

穩定，要求州政府投入合理的努力，避免

兒童家外安置，對已被安置的兒童也要求

快速讓他們和最親近或其他的家人重聚，

這項修法促成新的工作方法和策略的發展

來幫助家庭更安全的照顧自己的孩子，包

含社區為基礎的服務，家庭的參與、充

權、夥伴關係，以及在這些策略上發展出

來的許多方案（Hughes, Rycus, Saunders-

Adams, Hughes, & Hughes, 2013）。自

1990年代開始，美國的兒童福利體系興起

融入家庭參與（family engagement）的服

務策略，強調在進行與兒童相關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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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必須納入家庭意見、尊重家庭文化，

因此模式與「分級回應」取向的價值互相

呼應，即假設透過鼓勵家庭參與、與家長

建立夥伴關係，更能提供符合個別需求的

服務。因此，兒少保護體系也在著重家庭

參與實務的同時期發展出「分級回應模

式」（Christenson et al., 2008）。

（三）確認服務品質的責信

美國各州為促進州內兒童福利服務

的品質，以達到正向兒童福祉的成果，各

州政府將「分級回應模式」納入持續性品

質改善（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CQI）的計畫策略；在聯邦政府的層級，

則於2010《兒童虐待預防與處遇法案》

（Child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ct）修法中首度納入「分級回應模式」

的規範，並配置相當的經費挹注各州政

府，發展「分級回應」取向相關的篩案、

評估、和預防性服務。在這些背景下，各

州政府開始發展兒童保護制度的改革和調

整，「分級回應」取向的服務也因此擴

張，發展為有別於過往的兒童保護服務，

而強調家庭參與、個別化服務、以及促進

長期家庭福祉為目標的嶄新模式。

二、美國「分級回應」的核心理念

「分級回應」是針對兒童保護案件

通報進行篩案和派案評估，並提供後續

有彈性、有選擇的回應方式。根據此模

式之設計，兒童虐待通報後續的兒童保

護服務回應大致上有兩種方式：一是法

定調查程序，即IR（又稱高風險評估，

high-risk assessment），另一是非法定調

查程序，即DR（又稱家庭評估，family 

assessment）（QIC-DR, 2011）。當有關

單位接受兒少保護案件通報時，依據評估

的工具來決定風險高低，若兒少保護風險

被評估為「中度到高度風險」的個案，相

關單位就會依據法律規定進行調查程序，

以究責或懲罰性的態度來確立兒童不當對

待的事實；若因此成案，所提供的介入服

務將是強制性的（如：強制親職教育或家

外安置）。若兒少保護風險被評估為「中

度到低度風險」的個案，相關單位就會採

取家庭評估的取向，以與家庭建立夥伴關

係的態度來與受通報家庭和照顧者工作，

同時關注家庭中安全、優勢和需求，後續

介入服務則會依照父母或照顧者的自願

性、家庭需求、和家庭參與程度來提供彈

性服務（Fuller, 2014; QIC-DR, 2011）。

除評估風險程度外，亦有考量其他因素，

例如：過去通報史、通報來源、立即危險

程度、以及案件特性，來決定「分級回

應」的路徑。若在服務過程中，評估到兒

少保護風險程度的改變時，也會因應風險

的提升或降低改變服務的取向路徑。圖1

呈現雙軌制度的服務流程。

雖然「分級回應」模式為因應傳統

「調查回應」模式的服務改革設計，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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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礎的實際服務取向會有所不同。

以下從兒少保護「分級回應」模式和傳

統「調查回應」模式之比較討論其核心

理念（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者仍具備共同的核心原則，即是透過服

務過程，促進兒童安全、福祉發展、和

永久性的兒童福利目標。為達此目標，服

務初期皆會評估兒少安全和家庭優勢，但

圖 1　兒少保護「調查回應」與「分級回應」模式服務路徑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翻譯整理自Fuller（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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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Fuller, 2014; Schene, 2005）：

（一） 服務模式焦點：「分級回應」模式

的創新即在於兒少保護案件通報後

雙軌或多軌的回應和服務路徑。

傳統「調查回應」模式著重於確認

不當對待事件的證據、施虐者的指

控、受虐者的身分，進而確保兒少

立即的安全；「分級回應」取向則

強調回應不同案件類型的彈性，將

服務焦點從不當對待事件的調查擴

及到家庭功能與需求的評估，透過

納入父母／照顧者、延伸家庭、社

區的服務參與和非正式支持網絡，

共同協助解決與虐待疏忽事件相關

的問題，滿足家庭的需求。

（二） 看待家庭的觀點：因為「調查回

應」的目的為蒐集司法證據，以確

認虐待事件的發生，並用以指控施

虐者，所以視家庭中照顧者為觸法

者。美國部分州政府規範到，兒少

保護體系在證實兒童虐待事件後，

須將施予暴力的照顧者姓名登錄建

檔於系統之中。而「分級回應」的

方式因為不以證實兒虐事件為目

的，所以不會將施虐者姓名建檔於

系統中，而視家庭為有服務需求的

兒少照顧環境。

（三） 家庭服務取向：經過「調查回應」

證實兒虐事件且成案後，兒少保護

體系將提供家庭強制性、介入性的

服務，在多數情況下，服務計畫由

保護性社工所制定，且部分時候，

法院會以公權力要求家庭配合參與

服務計畫。「分級回應」模式則是

在沒有兒少安全疑慮的情況下提供

自願性服務，由家庭自行決定是否

參與服務。若家庭拒絕接受服務且

未有安全疑慮，兒少保護服務則直

接關案。但若家庭仍有安全疑慮卻

拒絕服務參與，則會考慮將個案調

整為「調查回應」的路徑來進行評

估與服務制定。就認為DR有功效

的原因之一，就是制度性的使用家

庭中心的實務做法，建立了一個可

以操作的架構，讓家庭中心的實務

在其中可以盡可能的被採用。因

此，「分級回應」的主要服務取向

也強調家庭參與，運用家庭優勢，

透過促進家庭主動參與服務計畫

的制定和決策，以及連結家庭自

然的支持系統，來達到服務期待的

成效。

（四） 適用案件類型：如前所述，兒少保

護通報案件的初步風險評估將決定

服務路徑將往「調查回應」或「分

級回應」模式，故通常「調查回

應」模式仍優先處理「高度風險」

的重大身體虐待或性虐待事件，而

「分級回應」服務則是以「低度風

險」的疏忽案件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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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分級回應」與其說是一

種干預方式，更像是一種哲學理念，包含

了家庭中心取向、優勢基礎的取向、社區

為基礎的服務和家庭參與（Conley, 2007; 

Hughes et al., 2013）。「分級回應」模

式發展至今，仍強調以「多元」、「彈

性」、「家庭參與」、「家庭優勢」等元

素來回應不同家庭的情境和需求，故其核

心理念是對於不同案件類型通報的初步篩

選，以避免用單一的司法調查回應所有案

件，而在初步便破壞與家庭的工作關係、

運用過多調查資源、缺乏後續與家庭的服

務、或造成不必要的安置。

參、分級回應模式之成效評估

美國兒少保護分級回應模式發展至

今已逾20年，已有許多準實驗和實驗設計

研究之成效評估、累積實證基礎。多數

研究都聚焦於分級回應與調查回應模式

的比較，包括此模式是否能確實保護兒童

安全、是否能提升家庭參與服務意願、

以及是否能節省兒童保護體系經費運用

（Fluke et al., 2016）。故主要的評估指標

包括：兒童虐待的再犯率或再通報率、父

母或家庭參與服務的動機與配合度、父母

或家庭對於服務的使用率和滿意度、以及

此模式的成本效益分析。以下僅就三個州

政府所進行的「分級回應」模式呈現其實

施模式及彙整該項模式的評估結果。

一、 三個州政府所進行的「分級回應」

模式

（一） California州的Another Road to Safety

（ARS）

以下的資料是依據兩篇文章的報導來

呈現的（Conley, 2007; Conley & Berrick, 

2010）。說明如下：

1. ARS的分級回應採「三軌制」

加州的分級回應模式是三個軌道設

計，軌道一是社區回應，針對不符合法令

定義的兒虐家庭，但家庭確實正受到脆弱

因子所影響，面臨一些適應的問題，採取

社區為基礎的服務就可以滿足其需求；軌

道二是兒童福利服務和社區服務的混合回

應，由各郡的兒童福利機關和社區的機構

合作提供服務，對象是法定的兒少保護個

案，但風險評估為低度到中度的家庭，

且家庭自願接受機構的服務；軌道三就

是傳統的兒少之保調查回應，針對風險評

估為中度或高度的家庭，各郡的兒少保護

機關必須向法院提起強制性的處遇。由於

軌道二和三服務的對象仍屬於兒少保護的

個案，須進行調查，本文所介紹的ARS方

案，則屬於軌道一的服務方案，是「分流

回應」一種服務方式。

2. ARS的服務對象

服務地區聚焦於高兒虐通報率的行政

區，服務對象原為有未滿5歲兒童或有孕

婦的家庭，後來擴展到服務有5歲以上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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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家庭，參加ARS是以自願參與為基礎

的方案，自願接受服務的比例約為一半。

若家庭不願意接受服務，就會轉回兒少保

護的軌道進行後續追蹤。

3. ARS的服務輸送

ARS的個案來源最初是經由熱線進來

及行篩案，若不符法定的兒少保護個案，

就可以轉介到ARS。ARS的服務輸送策略

是密集的家訪，訪員和家庭建立一種信任

的治療性關係，示範健康的家庭關係樣

貌，並持續提供支持性的陪伴。自願參

加ARS的家庭，社工每周進行一次訪視，

訪視時間1小時以上，每個社工的案量負

荷不超過13案，平均是9案。派案後30日

內，社工須使用SDM工具進行評估，擬

定「家庭安全計畫」，社工和家庭共同來

達成所建立的目標，例如兒童安全、兒童

成長和發展、親職能力、就學的準備、身

心健康、建立家庭的優勢、自給自足、人

際關係、營養）概述要達成的目標和步

驟。除了密集訪視、支持性的陪伴，ARS

也提供家庭實質協助，社工可以支用「基

本需求基金」來支付食物、家用物品、尿

布、房租等，降低家庭壓力。ARS的服務

期程為9個月，如果家庭認為仍有需要或

目標尚未完成，服務期可以延長3個月。

（二） Minnesota的Parent Support 

Outreach Program（PSOP）

以下的資料依據的是研究和官方文件

資料來彙整（Thompson, Siegel, & Anthony, 

2008; Loman et al., 2009; MNDHS, 2016a, 

2016b），PSOP方案的實務模式如下。

1. PSOP的分級回應採「三軌制」

和ARS的設計相同，Minnesota的分

級回應模式採用的也是三軌制，除了兒少

保調查和家庭評估的雙軌回應設計外，

PSOP方案就是「兒童福利回應」軌，採

取社區為基礎的服務就可以滿足其需求。

2. PSOP的服務對象

從兒少保護體系通報進來，但被認

為不符合法定的兒少保護個案，轉介至

PSOP。最初以有年齡未滿5歲兒童的家庭

為對象，後來擴充到有10歲以下兒童的

家庭，後來甚至開放自行求助，接受社區

機構和社會救助體系的轉介。這些家庭的

特色，過去有兒虐通報史、貧窮、家庭暴

力、物質濫用、居無定所、兒童或家長的

認知、情緒、行為障礙…等兒虐風險因素

（Thompson et al., 2008）。

3. PSOP的服務輸送

PSOP是採用外展的服務策略，使用

方式為一開始的時候先以電話和家庭聯

繫，隨後會寄送一份信函或小冊子，如

果沒有回應，就繼續以電話聯繫，目的

在鼓勵雙方採用面對面的訪談和家庭訪

視，有些郡也會採取未事先約定的家訪。

PSOP採用SDM做為評估工具，派案後30

天內完成SDM的家庭優勢與需求評估，

完成家庭安全計畫，結案時再進行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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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評估。社工每個月至少一次面對

面的訪談、每6個月一次的服務計畫討論

（MNDHS, 2016b）。由於PSOP服務的家

庭大多有多重需求，PSOP沒有設下服務

期程的上限，大多數的個案服務約3-4個

月，才能達成基本的目標，服務時間未滿

90天、90-200天、超過200天各占約1/3，

平均服務天數為141天（近5個月），各

郡差異很大；但整體來看，PSOP傾向提

供密集、長期的服務（Thompson et al., 

2008; Loman et al., 2009）。

（三） Illinois的Strengthening and 

supporting Families（SSF）

1. SSF的分級回應採「雙軌制」

根據QIC-DR（2014）的報告，Illinois

的分級回應模式採用典型的雙軌制，服務

個案是從兒少保護的通報系統近來，經過

風險評估後，符合的兒少保護個案就轉

進法定調查程序，不符法定的兒少保護

個案，依其有接受服務的意願條件下，

轉進非法定調查的替代回應（alternative 

response）。

2. SSF的服務對象

從兒少保護體系通報進來，只要不

符合法定的兒少保護個案，就可轉介進

SSF，其餘則轉介進兒少保護體系內。

3. SSF的服務輸送

SSF的服務方式採用「公私搭配的個案

工作取向」（paired-casework approach）。

在該取向中，服務是由政府指派的個管員

和督導、民間機構社工共同執行SSF的服

務，雙方一起接受為期4周的訓練，才能

正式開始服務。政府的個管員在派案的24

小時內電話聯繫家庭成員，說明SSF方案

的內容，並在3個工作日內，預約第一個

初訪。若電話聯繫不成功，允許未約定的

家訪。在這次的初訪中，政府SSF社工要

負責完成州要求的CERAP安全評估表。

若有安全疑慮，個案會重新派案到IR軌

道，若沒有兒童安全的疑慮，家庭可以在

自願的情況下接受民間SSF社工的服務，

此時政府的個案管理員工作完成，可將個

案轉交由SSF社工主責。SSF社工協助連

結食物銀行、書寫就業履歷表、指導適當

的衛生清潔方法、連結學校的資源，並可

提供最多400美金的現金補助，讓家庭可

以滿足基本需求。SSF社工每2週至少家

訪一次，屬於密集性服務，服務上限90

天，最多允許3次30天的服務延長，社工

的服務個案上限是12案。

二、分級回應的評估結果之彙整

「分級回應」模式的成果評估研究

（outcome evaluation）主要聚焦於兒童安

全（即兒童不當對待的再通報率）、家

外安置率、以及家庭福祉。研究探討接

受「分級回應」模式家庭中的兒童安全議

題，發現整體兒童不當對待的再通報率大

幅下降，且兒虐再犯率也較接受「調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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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模式的家庭較低（Loman et al., 2010; 

QIC-DR, 2014）。另外，部分州已發現，

「分級回應」模式的實行能有效減少兒少

的家外安置案量（Brown et al., 2012）。

最後，雖然較少有研究探究「分級回應」

模式對於兒童與家庭福祉的影響，但

Loman與Siegel（2004）的早期研究發現

透過「分級回應」參與兒少保護服務的家

庭整體的家庭壓力是隨服務經驗增加而下

降的。故過去研究發現多肯定此模式於兒

童安全和家庭福祉的正向影響。

「分級回應」模式的過程評估研究

（process evaluation）則主要探究家庭參

與服務的滿意度、合作意願、以及整體服

務輸送。研究發現，在多數有執行「分級

回應」的州，父母對於服務滿意度都持有

正向評價，包括與工作者的正向關係、

感受到到尊重且公平的待遇、且願意參

與決策過程（Brown et al., 2012; QIC-DR, 

2011）。在感受到如此正向待遇的基礎

上，父母對於服務計畫的配合度、參與感

也都高於其他參與「調查回應」服務取向

的家庭（Loman et al., 2010）。相對地，

操作「分級回應」模式的兒少保護社工亦

表示偏好以此模式與家庭工作，因為此模

式的工作策略較能與家庭建立夥伴關係，

鼓勵家庭實質參與服務計畫，亦有較高的

工作滿意度（QIC-DR, 2011）。

然而，在成本效益分析部分尚未有

一致性的研究發現。部分研究指出「分級

回應」模式在操作初期，所需花費的服務

經費和社工人力投注的時間都要比傳統

「調查回應」模式成本較高。而實質的效

益會在長期時才展現出來。基於此，學者

肯定將早期服務經費投注於「調查回應」

模式，是整體兒少保護體系的重要投資

（Siegel, 2012）。

綜合而言，過去研究文獻已在各方

面呈現正向的實證成果，足以證實「分級

回應」模式之服務成效，且為值得發展和

精進的兒少保護通報回應模式。但此模式

仍遭受一些批評，尤其是針對其保護兒童

安全功能的質疑，包括：（1）「分級回

應」模式提供低風險家庭非調查性的回應

方式，但並未針對兒童不當對待通報進行

完整調查，故可能會將部分高風險個案

篩選至自願服務中，而有兒童安全之疑慮

（Bartholet, 2014）；（2）當兒少保護通

報率上升時，此模式的施行將擴大服務對

象至大部分的低風險家庭，而當有限的經

費和服務皆投注於此模式時，相對更需要

資源的高風險家庭將在兒童福利體系中受

到排擠（Hughes et al., 2013）；（3）多

數「分級回應」模式仍以都市為基礎，而

忽略在鄉村地區的施行需額外考量社區資

源不普及、交通成本等議題，尤其此模式

著重運用家庭的非正式支持系統，更需考

量到不同地方脈絡的實務整合（Zielewski 

& Macomber, 2008）。

因此，發展成功的「分級回應」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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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需要有以下的操作策略（Casey Family 

Programs, 2012; Jones, 2015）：（1）兒少

保護工作從傳統「調查回應」發展至「分

級回應」模式是重大的服務典範改變，從

過去聚焦案件的回應方式調整為更全面以

家庭為中心的服務策略，這樣的調整同時

需要組織文化與實務價值的改變。（2）

「分級回應」的篩選需要發展完整且彈性

的評估工具，以面對不同的案件類型能全

面性的評估其風險進行初步篩選，並回應

以其需求所需之服務。（3）增強社區關

係，確保資源可近性，整合正式與非正式

支持網絡，將能提高家庭的參與意願，除

滿足基本需求外，亦能維持其支持網絡的

強度。

肆、 臺灣社會安全網計畫中的

「集中篩派案」新制

2004年底，臺灣社會發生一連串的

重大兒虐和殺子後自殺案件，引發民眾期

待政府建構預防兒虐機制的社會輿論，內

政部兒童局乃推出「推動高風險家庭關懷

輔導處遇實施計畫」，簡稱「高風險家庭

服務方案」，由原來兒童虐待和家庭暴力

事件的保護流程和服務內涵，擴大篩檢機

制與及早發現高風險家庭，委託民間進行

社會福利團體提供家庭服務來預防處境惡

化及降低兒虐風險（衛福部，2018）。在

2016年間，臺灣社會再度發生幾起幼童受

虐致死的案件，卻發現其中許多未曾被通

報過過兒童保護案件或接觸過社會福利體

系，深究其家庭處境經常牽涉多重風險

因子，需要多元網絡介入，衛福部於民國

107年推出「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107-

109年）」（以後簡稱社安網計畫），希

冀結合政府各部門的力量，建構一張綿密

的安全防護，來扶持容易陷入危機的家

庭，協助其抵抗或面對各種問題。以下

僅就集中篩派案的政策背景、服務輸送的

特色。

一、集中篩派案新制的政策背景

大約在2001到2004年間，社會上出

現了許多殺子自殺的案件，其中不少案件

家庭中有照顧者失業和經濟困難的情形，

當時又正逢失業率攀升，所以政府一開始

對殺子自殺案件的回應，就是推出紓解失

業家庭照顧壓力的「失業家庭兒童短期照

顧補助方案」，方案內容以補助失業家庭

臨托、短期安置費用為主，但可能因未切

中需要且沒有深入的後續服務，服務的

量、品質和效能都不是很好（劉邦富、魏

希聖，2005）。到2004年，殺子自殺案件

數仍舊居高不下、而重大的兒虐致死案件

也接連發生，因為這些頻繁發生的新聞事

件，社會輿論給了政府很大的壓力要提出

因應措施。內政部兒童局在檢視這些殺子

自殺和兒虐致死案件的時候，發現這些家

庭大多有父母失業、疏忽、吸毒、酗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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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等危機事件，但卻未曾進到現有的兒

保或社福系統中，成為被福利系統漏接的

家庭，因而推動「兒童及少年高風險家庭

關懷輔導處遇實施計畫」，原稱「高風險

家庭關懷輔導處遇實施計畫」（衛福部，

2015）。

在當時的設計理念上，高風險家庭

服務與兒少保護服務應為服務應該是一各

的連續性服務體系，彼此相輔相成；在

服務的區分上，高風險家庭服務方案屬

於支持性及補充性服務，當兒少的家庭之

不利處境影響兒少的權益與發展時，須及

時介入以預防處境惡化並降低兒虐風險；

兒少保護服務則強調當父母或兒少主要照

顧者無法履行適當親職功能，以致發生兒

虐事件，須由公權力介入制止傷害，或作

適當處置以確保兒少安全，屬於保護性或

替代性服務（吳書昀、王翊涵，2015）。

不過，該方案實施10年後，許多爭議聚焦

於與兒少保護體系與高風險家庭服務方案

之間形成的平行雙軌制通報系統，被通報

的兒少案件從兩個服務的「開口」之一進

到服務系統中；兩系統分屬不同的通報系

統，不同的法令依據、不同的服務單位、

使用不同通報指標與表單、不同資訊系

統，導致責任通報人員或民眾對通報認定

不一，衍生許多爭議，更有甚者，許多被

通報的高風險家庭流蕩於這兩個系統之

間，無法獲得連續性的服務或因兩系統不

開案所導致的漏接（鄭麗珍、吳書昀、陳

宜珍，2016；衛福部，2018）。既然高風

險家庭服務方案和兒少保護體系的平行雙

軌機制造成受理通報與篩派案評估的斷

裂，兩系統之間的協調分工及服務轉銜並

不容易，倡議「集中篩派案」機制的建立

不時出現，整合集中兩種體系之通報及篩

派案評估指標，並建立類似於美國的「分

級回應」程序，似乎是一個可行之方向

（鄭麗珍，2016）。

在民國107年，衛福部提出社安網計

畫，並在該計畫中納入「集中篩派案」機

制的規劃，即該計畫的策略二，有關「整

合保護性服務與高風險家庭服務」，目的

就是在合併兒少保護體系與高風險家庭服

務方案之間的通報體系，簡化通報窗口，

依各地方政府組織架構及分工模式，集中

受理保護服務及高風險家庭通報，各縣市

因而建置「集中篩派案」窗口，先確立需

要服務家庭的風險高低，再分派到保護性

或福利性的服務體系之中，發揮通報案件

的單一窗口之功能，以實踐「危機救援不

漏接」之策略目標（衛福部，2018）。

二、集中篩派案新制的服務輸送

在推動社安網計畫之前，衛福部就已

著手規劃整合保護性服務與高風險家庭服

務」兩個系統的通報和篩派案方式。例如

吳書昀與王翊涵在民國106年就進行「105

年度委託科技研究計畫-兒少保護與兒少

高風險家庭評估指標整合研究」，就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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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系統預作規劃。當時，他們建議，衛福

部可參考美國的「分級回應」制度，設立

受理通報及篩派案專組通報之受理，由有

兒少保護服務經驗或兒少高風險家庭服務

經驗之社工組成，依據一定的專業的評估

歷程來集中篩派案，聚焦在使用者的需

求，而非工作者的分工上。該研究進一步

發展整合式之「通報輔助指引」、「派案

依據」、「派案輔助指引」等三項工具，

透過試辦、實驗、滾動式修正，以逐漸能

夠符合實務上的操作。

根據社安網計畫的規劃，衛福部應

建立一個全國單一窗口，以集中派案中心

統一受理各類保護性事件、脆弱家庭案

件的通報，提升通報效率；接著，進行

資訊整合，以集中派案中心協助查詢相關

服務資訊系統，跨域即時串接家庭風險資

訊，增進快速派案，若緊急事件，立即派

勤；一般事件則依案件風險程度及需求分

流派案（衛福部，2018）。吳書昀和王意

涵（2019）依據社安網計畫的規劃，立基

於之前的研究成果，進一步發展適合社安

網計畫推動的篩派案評估工具，作為受理

通報案件的分流回應之依據；該工具稱之

為「未滿18歲通報案件之服務分流輔助指

引」，依據受理個案家庭的兒少與其家庭

處境、父母/照顧者責任、父母/照顧者接

受服務的意願等三面向，儘速將案件指派

或分流至適當的服務體系中；考量時效

性，一旦受理通報的案件含有18歲以下兒

少，篩派案專業人員依據通報者提供的消

息，或聯繫通報者釐清相關資訊來分流案

件，即經由分流派案的流程，下派至兒少

保護體系進行調查評估，或下派至社會

福利服務中心家庭評估，但通報個案是否

開案仍然取決於這兩個服務體系的進一步

評估。

依據民國108年的社安網輔導團之資

料顯示，目前只有少數縣市政府可達到脆

家、保護的集中篩派案是同一組工作人員

大多數的縣市政府仍是雙系統的評估小

組，當個案從「單一窗口」進來，仍依據

分流輔導指引初步篩派案的評估程序，再

分流至社福中心與家防中心分開進行篩派

案的評估；當通報個案進到社安網集中篩

派案組時，除非不開案，分流評估後必然

下派至社福中心與家防中心，如有個案無

法確定隸屬哪一個服務體系主責，就會需

要有「爭議案件處理機制」來協商和決定

個案處置的主責單位（鄭麗珍，2019）。

初步來看，根據衛福部召開的「強化

社會安全網中央跨部會平臺第5次會議」

（109年8月19日），集派窗口完成派案的

統計資料顯示，家庭中含有未滿18歲以下

兒童的案件在這段時間內總計有5萬多的

案件進入集派的窗口進行初評和篩檢，

兒少保護案件的比例高達68.8%，脆家案

件僅占20.5%，分流的結果顯示，除了兒

少性侵案件幾乎全部下派兒少保護體系

外，分流至兒少保護體系的案件數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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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89件，占全部分流案件的50.8%，也

是大宗，僅有20.3%的案件下派至脆家服

務體系；同時，經集派窗口社工的初評和

篩檢，兩類的案件在集派和分流之間似乎

互有移動，通報兒少保護案件中有3,547

案流向脆家服務體系，流向兒少保護體

系的僅有1,307案。在在都顯示，目前集

派窗口的初評篩檢仍以分流兒少保護體系

為主，這和美國所推動的「分流回應」方

案，想要降低「調查回應」軌道的目標，

似乎有所不同。不過，目前臺灣所推動的

集中篩派案機制究竟是否精確的篩檢出需

要進行「調查回應」的個案，仍有待檢視

後續分流個案是否開案，啟動不同系統的

支持性服務，得以真正幫助這些家庭。

伍、 分級回應模式對臺灣社安網

「集中篩派案」新制的啟示

基於臺灣目前所推動的「強化社會安

全網計畫」中之集中篩派案中心設立，和

美國在兒少保護體系所進行的「分級回應

模式」改革，相互呼應，強調透過針對有

18歲以下家庭的兒少保護的通報案件進行

統一篩案，依照風險程度和家庭需求進行

分級分流派案，提供整合性的保護性或脆

弱家庭服務。在彙整美國的「分級回應模

式」之發展沿革、核心理念、輸送服務等

進行方式後，臺灣社安網計畫中之集中篩

派案制度究竟可以從美國的模式中獲得什

麼樣的啟示呢？說明如下。

表 1　集派窗口完成派案統計（民國 108年 10月 01日 -109年 5月 31）

集派窗口 分流結果

進案類型 完成派案 派保護案 派脆家案 轉介 不派案

性侵害
5,671

（10.7）

5,174

（19.2）
0

75

（.09）

422

（6%）

兒少保護
36,575

（68.8）

20,508

（76.0）

3,547

（32.9）

6,816

（82.0）

5,704

（81.0）

脆弱家庭
10,883

（20.5）

1,307

（4.8）

7,233

（67.1）

1,425

（17.1）

918

（13.0）

Total 53,129
26,989

（50.8）

10,780

（20.3）

8,316

（15.6）

7,044

（13.3）

備註：1. 本表所含之篩派案件僅統計家庭中有未滿18歲以下之案主，成人案件不計入。
　　　2. 括號內的數字是百分比，是該類案件數除以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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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關兒童少年的發展及安全議題之

兒少保護回應

從美國的「分流回應模式」之討論，

可以得知這項模式的創新是源自兒少保護

體系的改革產品，只要家庭的不利情境

影響兒童少年的正常發展福祉或人身安

全危險，依據美國所通過的兒童少年保

護之法律來看，政府一律以兒少保護個案

的規格看待，經過兒少保護機關的「調查

回應」後，實質成案的家庭案件就會進入

司法體系，以公權力強制家庭配合家庭處

遇計畫，甚或在無法確保照顧者的親職能

力時，採行兒童少年一定期限的家外安置

的處遇，在安置18個月後仍無法確保照顧

者的照顧能力，依據永久安置的原則進

行收出養程序或中長期安置（鄭麗珍，

2015）。在臺灣，集中篩派案機制雖然具

有統一派案的窗口，但會依據分流指引的

工具進行「分類評估」，將受理通報案件

將家庭分類為兒少保護家庭或脆弱家庭，

前者的定義往往是因為兒童少年有人身安

全的危險，例如身體虐待、性侵害、嚴重

疏忽等案件，才會派案到兒少保護的單位

接受服務。若由表1的集派窗口完成派案

統計表來看，顯示大多數被通報進來的家

庭中有未滿18歲以下之案主都屬於兒少保

護個案，而分流到脆弱家庭服務的案主反

而是少數，而這些家庭在美國的兒少保護

體系內多半歸類為「兒童疏忽」的案件，

表一的篩派案機制的派案分流和美國的

「分流回應模式」反其道而行，確是未來

社安網推動上值得得探討的議題。

二、整合的連續性分流回應的軌道設計

美國的「分流回應」模式之創新，

主要是要去解決許多進入司法體系的兒少

保護案件的處遇困境，因為美國的兒少保

護案件一經通報，進入「調查回應」就會

牽涉到司法的介入及正式官方登錄，以致

兒少保護單位經常被批評過於干預、沒有

彈性、敵意的，家外安置也經常被用來確

保兒童安全的主要手段，而其中許多被通

報的家庭不過是缺乏經濟資源或社會融合

的問題，需要的不是司法的介入或處法，

而是社區資源的挹注和支持。美國的「分

級回應」模式的發展之目的就在干預性的

「調查回應」之外分出另外一條具有彈性

的「非調查回應」，等於是兒少保護的擴

充服務版本或是預防兒虐的服務體系，分

級回應可以依據某些分流的家庭需求提供

適切的服務或社區性的服務，不必然每一

個家庭都須進入相互對立的「調查回應」

軌道。因此，調查回應或非調查回應軌道

都是兒少保護服務的回應軌道，兩個軌道

構成一個整合的連續性兒少保護流程。臺

灣在社安網計畫中鍵入一套集中篩派案的

機制，嘗試建立一個有統一篩派案窗口，

但目前的篩派案機制的設置，只是將各縣

市原來的派案桌變成一個專責的小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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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就從原有的派案單位承接這項業務，

或只是調任原來的家防中心資深社工成立

一個集篩派案組；在派案評估上，安全風

險的評估是依據一套分流指引的工具，採

行「分類評估」的原則，評估方法主要是

憑藉通報體系的描述資料、系統介接的資

料、過去通報資料等，將受理的家庭案件

快速的分類為兒少保護個案和脆弱家庭兩

個類型，再派案到個服務系統後，不開案

的家庭是否可以自動流向另外一個系統或

其他服務體系，卻不明確，「分流回應」

的整合性、連續性的目的仍有待評價。

三、 分級回應的有效性有賴共用的評估

工具

在上述所討論的三個「分級回應」的

案例中，不論是三軌制或雙軌制的分級回

應，三個方案都強調要有良好的兒童安全

和兒虐風險的評估工具，才能準確的區分

家庭的風險程度、服務需求，將其分派到

適合的回應軌道中。Hughes等人（2014）

就曾建議分流回應有賴一套派案的準則，

運用已發展的、有效度的、標準化的評估

工具，包括安全（風險）評估和危險評

估，各分流體系採取一致的評估準則及決

策標準，來確保各回應軌道的服務回應是

一致的，藉以確保兒少的正常發展及人身

安全。臺灣目前的集中篩派案機制雖然具

有統一派案窗口的外貌，但受理通報案件

的風險評估是依據一套分流指引的工具，

評估的結果其實是一個「分類評估」的概

念，並非「風險高低」或家長的意願。一

旦派案到兒少保護或脆家服務兩個不同的

體系，仍然會有各自的評估邏輯來決定是

否開案，並不必然一律提供服務，而兒少

家庭經過派案到這兩個系統後，各回應體

系就獨立進行開案或不開案的決定，這和

過去的兒少保護個案與高風險計畫的服務

家庭之間的斷裂問題似乎並無不同。

（本文作者：林敬軒為國立臺灣大學社會

工作學系助理教授；鄭麗珍為國立臺灣大

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朱崇信為兒童福利

聯盟文教基金會研究員）

關鍵詞： 兒少保護、分級回應、調查回

應、集中篩派案

註　釋

註1：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於1989年通過，1990年9月2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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